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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 

詹思群  严  瑜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 武汉 430072) 

摘  要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模型可用道德排除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解释。根据道

德排除理论遭受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导致受害者与实施者心理距离增加, 进而对实施者实施职场排斥; 从

旁观者视角来看, 目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影响旁观者的道义公正感和互动公平感进而表现出对实施者的

职场排斥, 且该中介过程受到利他性的调节。同样,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 遭受职场排斥会导致职场排斥受害者

的消极情绪水平增加促使其成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 

关键词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职场排斥, 螺旋效应, 道德排除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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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职业健康心理学的发展, 职场虐待行为

(Workplace Mistreatment)逐渐进入人们视野。职场

虐待行为是一伞状概念, 包括职场排斥(Workplace 

Ostracism)和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Workplace Incivility)

等主题。职场虐待属于工作压力源的一种, 会引

起员工愤怒, 压抑等消极情绪(李永鑫 等, 2011);

还会对员工的自尊及自我效能造成损害, 从而影

响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满意度及离职意愿(Asfaw 

et al., 2014; Hershcovis et al., 2017)。 

职场虐待行为的危害性、长期性及重复性 , 

使其逐渐成为职业健康心理关注的焦点。职场排

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作为最常见的职场虐待

行为(Gonsalkorale & Williams, 2007), 更是积累

了大量研究。多数研究都将职场排斥和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视为发生在组织内部的简单现象, 倾

向于从受害者或实施者的角度研究其前因后果或

作用机制。对比以往将职场排斥与工作场所不文

明行为同时作为变量的研究, 通常是将两者当作

自变量、中介变量或因变量, 在同一理论框架下

对比两者作为相同类型变量时产生的不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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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bakar et al., 2018; Chen & Ferris, 2019; 

Mahfooz et al., 2017; Mao et al., 2020; Shah & 

Hashmi, 2019; Sulea et al., 2012), 见表 1。 

可以看出, 以往研究忽略了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与职场排斥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转换关系。

本文基于道德排除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 对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与职场排斥受害者二者

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可能的构想。结合文献和相关

理论, 提出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之

间的螺旋效应模型。 

2  国内外研究评述及问题提出 

2.1  职场排斥研究现状 

职场排斥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知觉到的来自

他人的排挤或忽视(Ferris et al., 2008)。是一种隐

秘而普遍的职场现象。美国的一项调查中约有

69%的受访者表示遭受过他人的“冷排斥” (Hoel 

et al., 2017)。而无论排斥是否故意, 排斥都将对个

体产生负面影响(Ren et al., 2018)。 

研究发现职场排斥会导致员工心理和行为的

变化, 包括威胁个体的自尊、归属、控制感等基

本需要, 引发高水平的消极情绪(Gonsalkorale & 

Williams, 2007), 甚至损伤个体的免疫系统(Cacioppo 

et al., 2015)。并且还会给组织带来影响, 员工可能

表现出消极怠工、降低工作绩效、主动离职或反

生产行为(Ferris et al., 2008; Balliet & Ferri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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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职场排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相关研究 

研究 自变量 中介/调节变量 因变量 理论基础 相关发现 

Mao et al., 
2020 

创造性过程参与 中介：同事嫉妒 

调节：帮助性行为

职场排斥; 

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 

社会比较理论 在低帮助性行为水平 , 创造性

过程参与会通过同事嫉妒的中

介作用 , 间接影响员工的职场

排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Chen & 
Ferris, 2019 

职场排斥; 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 

中介：受害者的污

名化; 公平感 

合作意愿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

理论 

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

者相比 , 第三方与职场排斥的

受害者的合作意愿更低。 

Shah & 
Hashmi, 2019 

组织文化 中介：职场排斥; 

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 

知识隐藏 社会交换理论 组织文化会通过职场排斥与工

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中介作用, 

间接影响员工的知识隐藏行为 

Abubakar et 
al., 2018 

职场排斥; 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 

中介：消极情绪 

调节：出生年代 

破坏意图 资源保护理论 职场排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

为户通过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间接影响员工的破坏意图 , 出

生年代对其的调节作用存在差

异性。 

Mahfooz et 
al., 2017 

职场排斥; 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 

中介：工作压力; 

倦怠 

调节：心理资本 

离职倾向 资源保护理论 低心理资本情境下 , 职场排斥

会通过工作压力的中介作用 , 

间接影响员工的离职倾向 ; 工

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通过倦怠

的中介作用 , 间接影响员工的

离职倾向。 

Sulea et al., 
2012 

职场排斥; 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 

辱虐管理; 性骚

扰; 职场破坏 

无 工作倦怠 工作需求−资

源模型; 资源

保护理论 

职场排斥对工作倦怠影响最大, 

其次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 

其他职场虐待行为对工作倦怠

影响较小。 

 

职场排斥的负面后果可用组织认同理论, 需

求威胁理论以及公平理论等理论模型进行解释

(Gonsalkorale & Williams, 2007)。也有研究者从进

化心理学对职场排斥的后果进行论述, 研究认为

在组织中喜欢违反规章制度, 威胁他人自我概念

的员工具有更高的遭遇排斥的风险(Scott & Duffy, 

2015)。与之类似, 研究人员发现在职场中表现出不

文明行为的员工更容易遭到他人的排挤(Schilpzand 

et al., 2016)。 

2.2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研究现状 

Andersson 和 Pearson (1999)基于文明与不文

明的概念, 在职场虐待中分化出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是一种伤害意图模糊

的低强度偏离行为, 违背了职场中相互尊重的准

则 , 常见的例子有: 插话 , 在工作中使用非正式

的称呼等。显著的特征有：(1)违反了职场中相互尊

重的准则; (2)属于一种低强度的社会交互; (3)伤

害意图不明确(Andersson & Pearson, 1999)。 

由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上述特点, 遭受

不文明行为很少会引起个体的强烈反抗以及管理

者的重视。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对个体和组

织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研究发现, 遭受到不文明

行为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生气、害怕等情绪反应 , 

而这些情绪反应又会进一步影响目标个体的行为

反应 , 使他们更容易做出不文明行为(Schilpzand 

et al., 2016); 此外,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对员

工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甚

至可能引发员工不同程度的反社会行为(Meier & 

Gross, 2015)。从组织的角度来看, 遭遇不文明行

为会降低员工的人际公平感和组织公正感, 进而

影响员工对组织的信任与责任感, 导致员工绩效

降低或离职倾向增加等对组织不利的行为。 

2.3  职场排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辨析 

职场排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都兼具隐秘

性和模糊性, 因此二者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影响往

往被忽略了。这种忽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两个理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56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论构念之间的区分度。构念之间的理论区分是模

型构建的基础。本文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梳理。 

职场排斥在理论内涵上区别于工作场所不文

明行为的关键是, 是否与受害者产生互动(Robinson 

et al., 2013)。研究表明, 职场排斥的实施者与受害

者不存在任何消极或积极的互动行为(Ferris et al., 

2017), 职场排斥的本质是一种不作为行为。 

职场排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存在部分相

似的前因变量, 如：人口学变量、情绪与能力、

态度、人格等。但两者也有各自特有的前因变量, 

权力和地位是导致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重要因

素。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更可能是在组织中具有较

高权力和地位的人, 而地位较低的员工则有较大

的可能成为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Lim & Lee, 2011); 

高冲突避免型的文化背景与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则

更可能催生职场排斥。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程度越

高, 组织成员内部的依赖性越低, 成员间的内部

联系越少, 实施职场排斥付出的心理成本也就越

小, 因此更容易促使职场排斥的发生(Robinson et 

al., 2013)。 

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不同的是, 职场排斥

会对基本需要产生影响。遭受职场排斥会降低个

体的四大基本需要及自我价值、控制感、归属感

以及自尊(Gonsalkorale & Williams, 2007)。 

职场排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研究往往

依据不同的理论和视角。这些理论可归为三种类

型, 分别是：归属需要理论, 相互依存理论以及事

件系统理论。 

在关于职场排斥的研究中, 归属需要理论被

大量沿用。归属需要理论可以解释职场排斥对工

作态度、幸福感、绩效表现和睡眠质量产生的负

面影响(O'Reilly et al., 2015)。也有研究发现, 由于

职场排斥对归属需要造成的威胁, 它将促使个体

尝试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 或促使个体向其团队提

供利益, 以突出其对团队的价值(Thau et al., 2015)。

Williams 和 Sommer (1997)提出了需求威胁模型, 

该模型认为个体存在归属感、控制感、自尊及存

在的意义等 4 种心理需求。归属感与自尊被归纳

为人际需求, 职场排斥的受害者会因人际需求受

到威胁, 表现出“修复”行为, 通过亲社会行为来

提升自身的心理安全感, 降低其由于职场排斥导

致的组织地位损害; 控制感和存在的意义被归纳

为存在感需求, 职场排斥的受害者会因存在感受

到威胁, 表现出“报复”行为, 例如反社会行为或

攻击行为等。 

归属需要理论在有关排斥的研究中的大量运

用与不文明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很少提及归属需要理论。

尽管在不文明行为的研究中未将归属需要作为关

注的焦点, 但是归属需要显然也与不文明行为相

关, 成为不文明行为的目标或表现出不文明行为

也可能会威胁到一个人的群体归属感。 

在有关职场排斥的研究中, 相互依存理论也

被大量的采用。相互依存理论并非单一理论, 而

是一个连接多个相关理论的框架, 主张考虑个体

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些理论包含了相

互依存的程度, 相互依存的类型, 与特定情况相

关的相互依存, 以及人们如何对待相互依存的个

体差异等。研究发现, 可以用相互依存的类型来

解释排斥为何产生。竞争会促进排斥, 而合作则

会减少排斥(Wu et al., 2015)。该理论同样可以用

来解释职场排斥的后果, Balliet 和 Ferris (2013)使

用社会困境框架对职场排斥与公民行为之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如果被排斥的个体认识到

他们与同事和组织之间的长期依存关系, 那么他

们的公民行为不会减少。 

Morgeson 等人(2015)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将组

织事件定义为, 发生在组织实体之间, 可被观察

到的, 且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界限的事件。组织

事件通常包含了三个特征：事件时间(event time)、

事件强度(event strength)和事件空间(event space), 

这些特征是个体创建或改变行为的关键要素。其

中, 事件强度特征包含三个重要维度：新颖性、

危机性和破坏性。研究表明, 事件系统理论可阐

释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角色反转(严瑜, 李

彤, 2018)。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打破了受害者对

组织的期望(Reich & Hershcovis, 2015), 属于非常

规行为, 具有新颖性;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会导致

受害者产生负面情绪(Meier & Gross, 2015), 具有

一定程度的破坏性;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使受害

者组织支持感降低 (Andersso & Pearson, 1999), 

具有危机性。因此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这一事件

会促使受害者进行控制化信息加工进而改变自己, 

反转为实施者。 

此外, 国内外也有依据资源保存理论、角色

认同理论、压力转换理论、社会认同等理论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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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进行研究。职场排

斥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理论研究十分丰富。

但尚没有相关研究从理论或实证角度对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变化关系进行解释。 

2.4  问题提出 

国内外的文献回顾表明,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

为与职场排斥的研究基本涵盖了两者的产生原因, 

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等。但以往研究往往只关

注单一的职场虐待现象, 较少探讨不同的职场虐

待行为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不同职场虐待行为之

间的转化关系以及第三方视角对转化关系的影响。 

根据文献回顾和理论梳理, 本文提出了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之间的螺旋效应模型, 

如图 1 所示。该模型包含两条路径, 其一为道德

排除视角下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转换

为职场排斥的受害者。具体来说, 根据 Opotow 

(1990)提出的道德排除理论, 当个体或群体被组

织中的他人视为超出道德价值、违反组织规范、

破坏组织公平氛围时, 道德排除就会发生。此类

个体或群体会被视为毫无作用的、可牺牲的、不

配继续留在组织中的, 伤害他们被组织中其他成

员视为是可接受的、合适的、公平的。因此, 路

径一基于道德排除理论, 从受害者与旁观者两种

视角探讨从实施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到遭受职场

排斥这一过程的作用机制; 其二为基于情感事件

理论的职场排斥受害者反转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

为实施者的路径。具体来说,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 

职场排斥这一消极工作事件将诱发个体的消极情

感反应 , 从情感−驱动这一路径导致个体再次转

化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从而形成工 
 

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之间的螺旋效应。 

3  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实施者到职场
排斥受害者 

根据道德排除理论(Opotow, 1990), 在人际交

往中, 个体会依据一定标准来判断是否公正的对

待他人。常用的判断标准有道德价值、规范与公

平感。此外, 根据该理论, 个体会依据公平视野

(scope of justice)区分目标对象。公平视野是用来

区分目标对象的一种心理边界。也就是说处在个

体公平视野内的对象会被视为应该采用符合道德

规范的公平对待。此时关于道德价值、公平与规

范的判断标准控制着个体对待视野内对象的行为

方式, 对于“公平视野”内的人, 例如亲人、朋友或

处在道德共同体之内的组织成员, 由于个体对他

们具有较为强烈的道德义务, 往往对他们表现出

道德包容行为, 具体表现为：(1)相信他们是公平

公正的, (2)愿意将一部分资源让渡给他们, (3)愿

意为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作出一定牺牲。而在与处

在个体公平视野之外的对象相处时则不会考虑以

上标准, 因此处于公平视野外的对象可能成为各

种无礼、偏离行为的潜在目标。但当处于个体“公

平视野”内的人做出被视为超出道德价值、违反组

织规范、破坏组织公平氛围的行为时, 道德包容

将会转化为道德排除。同样对于本就处于“公平视

野”外的人, 对他们进行伤害行为、或目睹他们受

到伤害时, 个体不会把这看作对他们权力的侵犯, 

也不会引起个体的道德包容(Opotow, 1990)。 

Opotow (1994)认为在组织内, 可以将“公平

视野”概念化表征为心理距离。心理距离是指因价 

 
 

图 1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的螺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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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文化背景等差异或矛盾冲突导致员工对其

周围关系产生了不确定感, 由此导致员工产生了

亲密或疏离的主观感受。根据情感差异, 员工刻

画了与目标对象的心理距离。当员工将目标对象

排除在“公平视野”之外, 意味着员工对目标对象

的心理距离增加, 两者间关系逐渐疏离, 对其实

施偏离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 

根据道德排除理论的框架和现有的研究, 本

文认为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视角来看, 

遭受不文明行为会导致受害者与实施者之间的心

理距离增加 , 从而表现出对实施者的职场排斥 ; 

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旁观者视角看, 实施者

并未对自己实施不文明行为, 同时实施者与自己

同属于组织这一道德共同体的成员, 所以旁观者

并不会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排除在

“公平视野”之外, 两者间的心理距离不会因此改

变。所以虽然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与旁

观者都可能会将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作为其职场

排斥的对象 , 但两者转化的理论机制略有不同 , 

本文将分别对两种视角展开论述。 

3.1  道德排斥框架下的受害者视角 

Opotow (1994)认为与目标的差异性、与目标

的矛盾冲突及目标的效用会对心理距离的远近产

生影响。研究表明, 不文明行为实施者更可能是

消极情绪较多、脾气暴躁、小气的人(Reio & Ghosh, 

2009)。相反, 情绪管理能力强、智商较高、适应

性更强的人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实施不文明行

为的可能性较小(Schilpzand et al., 2016)。故, 受

害者会倾向于认为与实施者之间存在深层的差异; 

不文明行为的产生即代表受害者与实施者之间存

在一定的矛盾冲突; 目标的效用是指目标对个体

的目的或自身利益的利害程度。历时 4 年的纵向

数据表明, 具有低分配公平感、低工作效率和高

工作倦怠的员工更可能成为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

(Blau & Andersson, 2005)。若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

为上司, 较低的分配公平感会导致上司在分配任

务、考核绩效时具有偏向性, 对下属利益造成损

害; 若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为同事, 较低的工作

效率与较高的工作倦怠会导致同事在完成团队任

务过程中成为负担, 对个体的目的实现造成阻碍, 

由此可见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往往具有较低的效

用(Walter et al., 2015)。Hafer 和 Begue (2005)研究

发现,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对受害者的

效用不仅仅取决于其本身绩效的高低, 同时还取

决于这种绩效对受害者自身利益的影响。此外 , 

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对个体与目标的心理距离

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 不文明行为的产生会降低

受害者与实施者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 甚至对受

害者与组织中其他成员的交往也产生负面影响

(Zadro et al., 2006)。 

综上所述,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与

受害者存在深层的差异性以及矛盾冲突, 并且实

施者对受害者来说效用较低, 受害者在遭受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之后会增加与实施者之间的心理

距离。研究表明, 心理距离的增加对员工关系产

生负面影响, 通常会抑制员工组织认同与信任的

发展(Story & Barbuto, 2011), 领导−成员交换质量

也会随之降低(Brunelle, 2013)。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对人际关系或组织认同产生负面影响的个体很可

能成为排斥等纠正性行为的目标。Erkutlu 和

Chafra (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 员工的心理距离

与职场排斥呈显著的正相关。 

因此, 本研究认为, 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会

主动的实施指向实施者的纠正性行为。根据道德

排除理论, 在工作场所中, 职场排斥是由道德排

除产生的纠正性行为之一。因此本文认为, 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增加了受害者与实施者的心理距

离, 受害者可能选择实施职场排斥。具体作用机

制如图 2 所示。 
 

 
 

图 2  受害者视角的中介模型 

 

3.2  道德排除框架下的旁观者视角 

区别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受害者, 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旁观者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的实施者表现出职场排斥是通过互动公平感和道

义公正感两条路径中介的, 中介路径受到利他性

(Altruism)的调节(毛伊娜 等, 2020)。具体作用机

制如图 3 所示。 

3.2.1  道义公正感的中介作用 

目睹组织内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会使个

体对受害者产生同情, 自身的焦虑感与压力水平也

会提高, 需求满足水平显著降低(Wesselman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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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旁观者视角下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2009)。这是由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常常被视为

是违背道德的 , 旁观者也会因此产生道德愤怒

(Moral Anger), 甚至会驱动旁观者表现出一定的

惩罚行为(Li et al., 2019)。道义公正感指的是组织

成员处于道德责任感而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公正判

断和对感知到的不公正做出反应的固有倾向, 包括

道德愤怒、道德义务、道德问责三个维度(O'Reilly 

et al., 2015)。根据道义公正理论可知, 当观察到违

背道德的事件发生时, 由于个体内化的道德义务

与责任感, 其道义公正感水平增加, 由此导致对

违背公平和道德的实施者进行惩罚, 从而维护公

平与道德(Reich & Hershcovis, 2015)。虽然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不一定会给旁观者带来损害, 但对

不文明行为采取措施的动机在于维持道义公正的

内在需要, 只要员工违反了既定的组织规范 , 道

义不公正感便会产生(王端旭 等, 2017)。因此, 道

德规范的违反者对于旁观者而言是一个非常显眼

的目标, 当组织成员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被旁

观到, 维持公正的信念将成为旁观者惩罚不文明

行为实施者的动力, 驱使其对该员工采取行动。 

因此, 本文认为旁观者目睹了工作场所不文

明行为的产生后, 会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这种

非道德行为认为是违背道德价值的, 其道义公正

感增加,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的道德

包容转化为道德排除, 认为他们对组织中的良好

氛围起到负面作用、排挤他们是符合道德规范的, 

由此产生了旁观者对实施者的职场排斥行为。 

3.2.2  互动公平的中介作用 

公平可以解释为个体层面对公平的认知, 也

可解释为组织层面的公平氛围 (Schneider et al., 

2017)。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会对不文明行为的旁

观者产生不同影响。 

从个体层面而言, 组织公平理论(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假定 , 目睹他人遭受不

文明行为会激起旁观者强烈的不公平感, 即便旁

观者没有遭受不文明行为的直接影响。Turillo 等

人(2002)研究发现 , 不论旁观者是否选择与不文

明行为的受害者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 他们都将

试图解决这种不公平。在互动公平情境下, 观察

到他人遭受到不文明行为时将激发更多的消极情

绪反应, 而消极情绪反应又会促进不公平感, 这

很可能在影响个体行为时产生一种强化效应, 导

致旁观者的不公平感越来越高(Reich & Hershcovis, 

2015)。根据焦点调节理论可知, 不公平感会降低

个体的情绪自反性, 从而引发个体防御性调节焦

点系统的调节作用。防御性调节焦点系统的特点

是规避不利于个体的因素, 当不文明行为发生时, 

其表现出来的情绪往往是消极负面的, 由于其较

低的情绪自反性, 个体易于产生情感冲突, 进而

引发职场排斥现象(高源, 乐嘉昂, 2016)。 

从组织层面来说, 不文明行为引发了实施者

与受害者之间不公平的社会交换关系, 但互动不

公平的影响不仅限于两者之间。由于不文明行为

很少被组织制止或采取惩罚措施 (Andersson & 

Pearson, 1999), 组织成员可能会认为不文明行为

受到了组织的默许, 这种默许无视甚至破坏了他

们所重视的互动公平的价值观念, 导致组织中形

成了不公平的氛围。Robinson 等人(2013)的研究

表明 , 组织因素对职场排斥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 

当组织中存在不公平氛围, 组织成员会自发的选

择排斥作为干预行为。 

本研究从个体层次与组织层次两条路径对工

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互动公平的关系进行了阐

述。如前所述, 目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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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公平感和组织层面的公平感都会产生影

响。由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增加了旁观者的不

公平感, 形成了不公平的组织氛围, 旁观者对实

施者的道德包容转化为道德排除, 认为他们组织

中起到负面作用、排挤他们是符合道德规范的 , 

由此产生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旁观者对不文明

行为的实施者的职场排斥行为。 

3.2.3  利他性的调节作用 

利他性指的是个体为帮助他人不求回报或不

为自身谋福利的行为意愿。当目睹工作场所不文

明行为时, 旁观者的利他性会被激发, 根据利他

性水平的不同 , 个体对该事件的判断有所不同 , 

从而采取不同的行为。它通常具有以下 4 个特征：

(1)以帮助他人为目的。(2)不期望有精神或物质的

奖励, 例如荣誉或奖品。(3)自愿的。(4)利他者可

能会有所损失。研究表明, 利他性水平的高低将

影响旁观者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道德判断以

及干预意愿(毛伊娜 等, 2020)。 

旁观者目睹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 

由此导致其道义公正感、互动公平感降低, 人们

通常倾向于认为遭受不文明行为的员工是受害者, 

并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Wesselmann et al., 2013)。

然而, 并非在所有的情境下, 旁观者都会给予受

害者同情和帮助(毛伊娜 等, 2020)。本研究认为

利他性在上述两条中介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 是

影响旁观者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道义公正感这一中介作用路径而言, 根

据社会直觉模型, 个体在做出行为反应之前将依

次经历道德直觉、道义判断和道义推理的过程(徐

平, 迟毓凯, 2007)。旁观者目睹不文明行为所产生

的道德直觉将直接导致道义不公正的判断, 这是

一个快速的自动化过程, 但从道义不公正到采取

措施, 旁观者会根据自身的利他性水平进行不同

的道义推理。当利他性水平较高的个体目睹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发生时, 其利他动机和道德准则

将被激发, 并直接影响对于事件的道德判断 , 利

他动机将促使旁观者做出事件不道德的判断, 对

于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 对实施者的不道德行

为表示不满和愤怒, 并在后续的行为中主动介入

并帮助受害者, 由此导致了对实施者的职场排斥; 

对于利他性水平较低的个体而言, 他们通常不会

不计回报的帮助他人, 更不愿冒着损失自身利益

的风险帮助他人, 即便目睹不文明行为使其道义

公正感降低, 其利他动机也不会被激发, 因此他

们也不会主动介入采取干预行为。 

对于互动公平这一中介作用路径而言, 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产生导致了旁观者互动公平感

的下降以及组织的互动公平氛围被破坏, 利他性

水平较高的旁观者的利他动机因此被激发, 为了

恢复组织的公平氛围以及个人的互动公平感知 , 

旁观者会主动介入其中并选择排斥作为干预行为; 

利他性水平较低的旁观者自愿对矛盾冲突进行干

预的意愿较低, 同时也害怕干预行为对自身产生

负面影响, 因此, 即便自身的互动公平感水平下

降, 他们也会默许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存在。 

4  从职场排斥受害者到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实施者 

工作场所情感是影响员工工作态度、工作绩

效以及各种反生产行为的关键因素。Weiss 和

Cropanzano (1996)对先前研究进行总结归纳, 提

出了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 

从“事件—情感反应—态度行为”这一路径阐释了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情感作用机制。该理论可以解

释职场排斥的受害者反转成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

为的实施者这一路径。根据该理论, 本文提出如

下理论假设, 消极情绪在职场排斥与工作场所不

文明行为的转换中起到中介作用。具体作用机制

如图 4 所示。 
 

 
 

图 4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中介模型 

 
4.1  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可知, 个体在工作场所的

情感是由工作事件(Work Events)诱发的。当个体

遭受消极工作事件时, 个体会对事件进行评价并

表现出一定的情感反应。据此, 遭受职场排斥后, 

个体会对职场排斥这一事件进行认知评价进而产

生情感反应, 认知评价先于情感反应的发生。根

据情感事件理论 , 认知评价包括初评价(Primary 

Appraisal)与次评价(Secondary Appraisal)。初评价

基于相关性。即判断该事件是否对个体的目标与

价值观产生影响、是否伤害个体的利益、是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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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期望不一致。而职场排斥这一消极工作事

件伤害了员工的利益、对员工的目标及价值观产

生了负面的影响, 同时也违背了员工对组织的期

望, 于是由初评价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次评价。次

评价是一种解释性的意义分析, 通常被分为愉悦

感、确定性、自我意识、注意力、工作精力五个维

度。职场排斥降低了个体的愉悦感与确定性, 同

时也对个体的自我意识、注意力、工作精力等方

面产生负面影响(Gonsalkorale & Williams, 2007)。

由于消极的认知评价的产生, 诱发了个体消极的

情感反应。而负面情绪一直被视为职场虐待行为

的重要前因变量, 外显的愤怒与敌意通常与报复

欲望高度相关, 当个体经历愤怒时, 他们会被情感

驱动去采取一些报复性行为。Bennett 和 Robinson 

(2003)认为 , 职场虐待行为的基础是工具性动机

与表达性动机 , 其中工具性动机由认知所驱动 , 

而表达性动机则完全由情感驱动, 更与消极情绪

的释放直接相关。根据工作压力模型, 由环境压

力所引起的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可能会引起对

压力源的行为反应, Mawritz 等人(2017)研究发现, 

经受负面情绪的职场虐待行为受害者面对问题会

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但报复性行为是其中占比

最高的。因此, 由职场排斥导致的负面情绪极大

的增加了个体再次转化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实

施者, 并使用不文明行为作为报复手段的可能性。 

综上, 本文认为当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

施者转化为职场排斥的受害者后, 由于职场排斥

这一消极工作事件导致个体产生了消极情绪, 根

据 AET 中的情感−驱动行为这一路径, 个体可能再

次转化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 从而形

成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 

5  研究展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现代化组织的规章制

度越来越完善, 表现形式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

越轨行为在组织中将受到严重的处罚, 这也间接

导致了强度较低、伤害意图模糊的职场虐待行为

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我们基于道德排除

理论与情感事件理论,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

职场排斥的动态转换机制问题, 在文献分析和研

究的基础上, 进行了理论构思和探讨, 需要进一

步用实证研究予以证实。此外, 未来研究还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以进一步加强对不同

表现形式的职场虐待行为之间的转换关系的理解, 

进而从实际应用层面为组织管理提供可以借鉴的

依据： 

本研究聚焦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对受害者

与旁观者的负面影响, 从而对实施者进行职场排

斥, 但并未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实施者本身的

角度进行具体阐述。研究表明, 当实施者实施了

不文明行为后, 会认为自己缺乏人性关怀, 对自

身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的认知, 也会表现出组织

承诺的降低与归属感的降低(Bastian et al., 2013)。

因此, 实施者可能会采取一定的行为来降低自身的

不道德感与负罪感, 例如在接下来的组织活动中

表现出印象整饰与管理等行为(Legate et al., 2015; 

Wesselmann et al., 2013)。同时他们会对受害者做

出一些弥补行为, 或者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做出一些牺牲 , 重塑正面的自我认知(Bastian et 

al., 2013; Woodyatt & Wenzel, 2013)。那么这些弥

补行为的产生, 是否会阻止职场排斥的产生呢？

实施者视角可作为未来关于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

斥的动态变化的新视角。此外, 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其不良后果的外在表现, 

对其发生发展以及如何被个体感知的动态过程研

究较少。同时, 工作场所不文明造成的影响是深

远的, 它对实施者自身是否会有一些长期效应？

当前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施

者为何会实施不文明行为以及不文明行为对受害

者的影响上, 而对于受害者为什么认为这个行为

是不文明的 , 触发这种不文明感知的点是什么 , 

这些围绕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动态问题也值得

研究者关注。 

现有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相关研究多是单

一视角或多视角并行来展开的, 这样往往忽视了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发生后的多方互动以及互相

博弈的过程。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发生后, 假设

旁观者率先做出了反应 , 若旁观者支持实施者 , 

并对受害者采取类似的不文明行为, 那么受害者

采取的报复行为是否更为恶劣、极端; 若旁观者

同情受害者, 并给予其精神物或质上的安慰, 那

么受害者对实施者的排斥意愿是否会降低？假设

受害者先做出了反应 , 若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 , 

那旁观者是否会视而不见; 若受害者选择以牙还

牙 , 旁观者是否会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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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并非一个静态的多视角分析, 

其中实施者、旁观者、受害者任何一方所采取的

行为措施都将对其他成员的决策产生影响, 所以

针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多方互动以及互相博

弈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旁观

者个人特点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动态变化的影

响。研究表明, 旁观者的价值观、个性特点、与

受害者的相关性将影响其对负面事件的道德判断, 

进而导致产生不同的行为后果(毛伊娜 等, 2020)。

若旁观者的价值观由公平世界信念构成, 为了维

护自己内心的信念, 旁观者可能对不文明行为进

行重新的解读, 认为每个人的遭遇都是公平公正

的, 那么受害者的遭遇必然是事出有因, 他们通

常接受并默许不文明行为的存在(Hafer & Begue, 

2005); 由差序格局理论可知, 若旁观者与受害者

关系亲近, 当受害者遭受不公正待遇时, 旁观者

施以援手的义务感很强。因此, 旁观者的个人特

点在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的动态变化中的作用

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此外, 在未来研究

中, 为了保证研究变量的客观性, 可以从多方面

获取相关数据, 例如同时从下属和第三方收集职

场虐待行为的数据, 或运用深度访谈等质化研究

的方式。 

本文的理论基础道德排除和情感事件理论是

基于西方的文化背景提出的, 本文所引用的实证

研究基础也多为西方前沿研究。而我国文化背景

与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华民族常被世人

称为“文明古国, 礼仪之邦”, “非礼勿视, 非礼勿

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更是大多数华夏儿女的

行事准则,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不文明”有着更深

层的含义。中国员工对礼仪的重视, 重组织成员

间的互相尊重, 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准则有更高的

要求。是否受害者与旁观者会对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更加敏感, 对该行为的负面评价更强烈, 从

而导致了受害者与旁观者更严重的回击？或者由

于中国员工更加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 同时大部

分具有隐忍、内敛的人格特质。当不文明行为发

生时, 为了防止更强烈矛盾冲突的产生, 受害者

是否会选择沉默不言, 旁观者是否会选择视而不

见呢？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

出发：一方面,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性, 对于本

土企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 因此在

进行针对我国企业的职场虐待行为研究时, 对我

国独特的文化因素的考虑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另

一方面, 由于发展模式的不同, 我国和西方国家

的组织类型也不尽相同。我国组织机构具有多样

性,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外资企业

等不同的组织类型在组织文化、组织架构上存在

很大的差异, 因此可以进行不同组织类型中的工

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之间转换关系的对

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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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ciprocal effect between workplace incivility  
and workplace ostracism 

ZHAN Siqun, YAN Yu 
(Department of Phycology,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piral effect model between uncivilized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 and workplace ostracism 

can be explained by moral exclusion theory and emotional event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oral 

exclusion, suffering from workplace incivility will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victim and the perpetrator, which will lead to the workplace ostracism of the perpetr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ystanders, witnessing workplace incivility will affect the moral sense of justice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of the bystanders, which in turn will lead to workplace ostracism of the perpetrator. In 

addition, the above mediating effect will be moderated by the level of altruism. Based on the emotional 

events theory, suffering from workplace ostracism will affect the emotional level of the victims of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will push them to be the perpetrators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Key words: workplace incivility, workplace ostracism, spiral effect, moral exclusion, emotion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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